【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李春辉副主任医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王海燕  邝嘉炜  冼远芳

一、采访时间

2012年5月9日。
二、采访地点

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元里校区教工宿舍5栋66号202房

三、人物简介

李春辉，1934年12月出生，广西北海人，民盟盟员，1955年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建校基础），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医疗工作50余年，善治内科疑难杂症。

四、采访记录

伯父鼓励学中医

记：李老师，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医学之路的呢？

述：我开始跟着伯父李源傅（广西名老中医,原广东省北海市中医院院长）学中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有组同学就是他老人家指导临床实践的。我伯父鼓励我学中医，说学中医得慢慢来，慢慢学，我就走上医学这条路了。我是在解放后第二年(1951年)考进中医药专门学校的。
没中医人才是不行的

记：请问您在校期间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呢?这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述：我们学校以前叫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我们毕业后（1955年），学校就改成了中医药进修学校。当时我们班有部分同学留校当老师，李国桥同学就是其中一位。随后批判王斌的“勿须培养新中医”的错误之后，国家在学校原来的基础上创办广州中医学院，再到现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解放前，即国民党时期，是不给办中医大学的。广东中药材行业认为没中医人才来用中药是不行的，香港南北行就办了这所中医学校，现在的广东省中医院就是当时的校址和医院。这所学校在抗日时期也搬来搬去，先是搬到香港，又搬到韶关，后来又回来广州市了。那时是国民党时期，不给办中医学院（即是大学），所以只能办专科学校。那时呢，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倒是办了一所上海中医学院，是因为那里不属于国民党管辖地。当时我们有一位校友，叫梁乃津（胃乃安就是他研究出来的），他是罗元恺和邓铁涛的同学，他呢，在我们学校读了两年后就到上海那所学校学习了,四年后就是在那里毕业的。我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时的卫生部长王斌，他是学西医出身，据说还留过学，他说中医太过落后，“勿须培养新中医”，就主张不要学中医，也不要培养中医人才了。当时没有说要消灭中医，因为这样影响很大，所以就禁止开办中医学校。那时我们很苦啊，就快毕业了，还是半桶水的学生，没什么办法啊。后来我们校长罗元恺，教务主任邓铁涛，还有一些老中医，联合全国的高等中医药专科学校的老中医，上北京告状。周总理得知道后就说，不但不能消灭中医学校,还要办大一点,办多一点，毛主席知道后也大大支持，后来就首先在北京、成都、上海、广州办了四所中医学院。
我们的师生关系很好

记：请问当时您班上有多少学生和老师呢？师生关系如何？您对哪位老师的印象最深刻呢？
述：当时招生没年龄限制，班里有四、五十岁的，二十几岁的也有，学生的年龄相差很大。
我们的正式固定老师只有十一二个，教中医药的课程，不过请外面的西医老师就很多，内科给我们上课的大多是省人民医院的主任，中山医学院、光华医学院及省传染病院的教授，都给我们上课带教西医课程。
当时我们的师生关系很好啊，我们的老师很好啊，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成绩很好，很听话，又不闹事，活动范围很大，校内的、校外的都有。我们的班主任很好的，叫王绍德，但现在移民到英国了，教西医药理的，叫我们要学会吸收别人的知识。我之所以学会用薏米、白术治关节疼痛，腰疼等，也是在临床治病过程中向群众学来增长知识的。

当时宿舍很小

记：在学校，您的生活情况是怎样的呢？比如说宿舍的环境，有什么娱乐活动等？
述：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宿舍就很小了，一室内摆了四张架床，没浴室啊，都是公共厕所。一到洗澡的时候，到楼下的水龙头一淋就可以啦,女生是没有宿舍的，只能到亲戚朋友家借住啊。图书馆是有的，一开学就开了，地方不大。我们的课程排得很紧，晚上也要整理笔记，当时没有具体的教材，都是老师讲授的，只有西医的教材全部采用西医的大学用书。在实习的时候就松一点，不过我们在周六的晚上都有活动，如唱歌、跳舞啦。当时也有实验室的，有解剖室、细菌室，中药园及中药标本室等让我们做实验的地方。可以说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当时功课很多，没什么空闲时间
记：请问您当时学习的科目有哪些呢？是如何上课的呢？
述：我们要学的除了中医药的课程外，大多是西医知识，有生理、解剖、病理、细菌、西医药理等课程，我们要跟大学本科生一起上课。同时还要到当时的中山大学医学院上课，后来还去过华南医学院。省人民医院的主任教授也会到学校来跟我们讲课，讲的都是西医的东西，以至于后来我们毕业之后，都成为西医院的医生（因为当时没有中医院）。当时呢，我有个同学在湛江人民医院做外科医生，一直做到了外科主任，但在报职称的时候，因为中医出身，所以报不了。还有一个在粤西人民医院的内科主任也是这样，后来我们找了罗元恺校长，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报了个中西医结合的（职称）。
当时功课很多，没什么时间空闲。老师都是按照正宗的传统中医教学方法布置功课的，我们很忙的。我们学习很苦啊，因为当时广州市仅一间中医院是中医学校的附属医院（后改为广东省中医院），很难安排见习工作。我们的校长当时就说:“中医没实习的地方，就没前途啊!”所以就叫我们跟一些老中医学习，人家出诊的时候，就跟着见习抄方之类的,我们是白天学习理论,晚上还要跟着老中医见习抄方。实习的时候就到西医院里（即当时地区市级的人民医院）临床实习一年，我们那时的实习很健全，全程按照原西医实习医生的要求，先到检验室1个月，考试及格之后就轮流到儿科、内科、外科、五官科、妇产科各1-3个月，所以我们的西医基础比较充实。我们实习由学校分配，医院要给我们工资，相当于该医院一位正式医生的工资，但工资是两个人分的，我的工资就差不多有当时医院一位住院医师月薪的一半，不过已经够我用了。我们在3个月后才有西医生处方权，可以自己开方诊治病人，后来就到病房跟主治医生管理治疗病人了。
我就想着当个医生
记:您是1956年留校任教的, 后来却在海南工作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回到了学校，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发生这样的转变呢？

述:在当时老师很少，我们学校就把毕业的学生都收拢回来当老师。而我是在1955年毕业的，1956年办中医进修学校（后继办中医学院）的时候，就被留校任教。当时留校的有10个人，那时候的党的书记跟我们关系很好，一直说我们这批人是他的接班人。我当时之所以留校，是因为李国桥同学的告知，而我在那之前还在湛江市人民医院实习呢。当时情况就是这样的，有一批学生就留校了，而我就在其中。因为我们是刚毕业的，就从基础医学教起，慢慢地才教临床。我呢，被安排教的是解剖，李国桥教的是生理,我们是很好的同学和朋友,当年入学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又都是姓李的，所以很聊得来。我当时（读书的时候）是班长，他是副班长,我们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我后来之所以从海南调回来，也是他提出的。其中有很多故事啊，就不细细讲了，有机会再跟你们说。
我当时也是跟你们一样的年纪，但想的可能跟你们不相同啊。我不想当老师，以为当了老师之后就不能做医生了，当然我还可以继续搞我的解剖，但要我一辈子对着这么个不会说话的尸体，也不是我意愿的专业，我就想着当位医生。所以我志愿到新疆去，我觉得那个地方很开朗，可以跳舞唱歌的。文化氛围很好，那个地方医生很少，当地的草药却很多。当时我父母很是反对，理由是离家太远。后来我还是要求去了海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我呢，就想着到艰苦的地方去，就去了少数民族居住的五指山。我在那里过了好多年啊，有二十几年了。
我在海南工作几年后，去过了湖南，湖北，河南等地,也看了武汉长江大桥，当时这座桥还是苏联专家设计，是当时最先进的桥呢，现在呢就很落后啦。我当时就在那里工作，背着药箱，从桥头跑到桥尾，直到这座桥修好。后来我就到县、市医院，公社卫生院。直到1979年文革结束后才回到海南继续工作。当时李国桥也刚好到海南搞研究，我们就在那时见了面，我们很激动啊,当时就抱在一起了。李国桥呢，就想叫我回到广州，回到广州中医药大学，他当时已经是副校长了。但因为年轻，说话也没分量啊，就跟罗元恺校长说了我的情况，又联系了五位名老中医写信到省卫生厅申请我回校任教，但都没被批准。海南这边也不想放人啊，我就走不了了。李国桥担心我心里不好受，特意写了信叫我等等，说他会办好的。我们的罗元恺校长是很爱学生的啊，当时就是罗元恺校长的夫人，就是我们的师母啊，她十分关心我调回广州的事，最后是罗元恺校长亲自找到省委书记任仲夷批准，办好手续把我调回了中医学院。
到《新中医》当编辑
记：老师，您当时从海南回来后，生活与工作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述：当时，我从海南回来，学校里没有房住啊，哪有你们现在这么舒服。申请房子也办不了，没办法啊。当时罗元恺校长让我到他家里暂住。师母对我很好啊，像对儿子一样的关怀爱护，经常问我要吃些什么，说吃这个菜好不好啊，保姆不在的时候也亲自下厨啊，有好吃的，就叫我过去吃啊。我在那里住了3个多月，学校才安排我暂住在赵思竞教授的办公室里，我走的时候，师母都不肯收我的伙食费，我永远难忘恩师和师母的恩情。
回来的时候，工作没安排好啊，罗元恺校长就先叫我到深圳中医院去。因为当时邓铁涛教授将到那里担任院长，我就去给他当助手，后来却因其他的事没有去成。罗元恺校长后来又建议我到顺德中医院去，因为那里有老同学啊，让我过去看看合不合适啊，不行的话再看看咯。最后回到广州中医药大学之后，我要求做临床工作，但罗元恺校长建议说，李春辉啊，你搞临床工作二十几年，对中医理论都忘得差不多了，应该搞搞理论的。所以就安排我到《新中医》当编辑，我在《新中医》里，做的就是些编辑、审稿之类的工作。我觉得很闷。后来罗元恺校长又说，你做这个很好啊，空闲的时候又可以出门诊，到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学院和第一附院门诊上1-2天班。这样一来，我就做了十多年的编辑工作和抽空去医院上门诊班，直到后来退休。
医生，不能变成“医商”
记:老师,您当了50多年的医生,请问您可以把一些做医生的经验传授给我们吗？
述:医生、医生要说得清楚，想得明白，不能含糊，可不能变成“医商”（粤语谐音）啊！作为医生，就是应该救人，要以人为善，千万不能变成一个商人啊。你们现在还年轻，没走入社会工作，思想还很单纯，可能还没遇上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以后都不能把医生，变成“医商”啊，也不能违背本来做医生的宗旨——大医精诚。一般医生还是很好的，但受了社会环境影响，立场不稳，就做了“医商”了。我不管别人做什么，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好。我只做该做的，不想争什么名利的，想着医好病人就好。你们呢，从现在开始，要把医术学好点，有本事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有医德。社会的发展，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去努力工作，做出贡献来回报社会。他们很有可能会遭遇到大小轻重不同的病痛侵害，医生的工作，就是帮他们解除病痛，恢复身心的健康，继续服务社会。
在1961年的时候，县城医院送来一个昏迷的病人，门诊医师经各项检查未发现明显病情，我按他的小腹，觉得膀胱胀满得很严重，就叫护士导尿。可插了管，多次抽尿，还是没尿出，后来我想想，就叫护士给我准备一杯冷开水，我用口把尿吸了出来后，就用冷水漱口。再给病人补液，继续施治。等到病人康复后，这件事就传到了县城里，书记和县长知道了，就召开一个会议说，你们看看，做医生学医术，学心态才重要啊。医生是一项平凡而又伟大的工作。我觉得做医生为了救治病人就得舍得付出，一切都是要为了病人身心的康复。
历史是抹不掉的

记:请问您对母校建设有什么希冀或建议呢？
述:广州中医药大学校史应该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立时算起嘛！到现在为止，也是一所百年老校了。现在暨南大学也是从它的前身算起，才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呀，现在国内许多大、中、小学校，他们的校史都是从最初建校时算起，不足为奇。我们学校也应该这样，从最先算起，才有更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历史是抹不掉的，我校也应该考虑考虑这方面，不怕承认历史。我们有一次的校庆办得很大啊，海外的校友都回来啦。那个叫广东高等中医专科学校的校友会，还有一个会议室的，现在都没了。其实这些是很有价值的历史呀，失去了真是很可惜的。
记：谢谢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打扰了！

述：不用谢，不打扰。

（注：网站刊发时间：2012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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